不要作“花瓶”想保清白的秦伯益院士       

[美] 李學數

爲什麽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還沒有本土諾貝爾獎得主？爲什麽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連續四年空缺？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多問幾個爲什麽。-------秦伯益
現在的科學家已經不再是以前那種一副眼鏡、一身瘦骨的老樣子了。一個真正的科學家，首先要是一個豐富的人。-------秦伯益
從去年起，我辭謝各種應酬，辭謝記者採訪。社會兼職只退不進。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做自己不會做的事，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一句話，不再做花瓶。七十歲了，來日無多。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的意志做人。要使晚年過得有意思一些，做一些真正應該由我做，我能做，我愛做的事。-------秦伯益
    希望社會上愛護“院士”，不要再“炒院士”了。“院士”也不要“遷就被炒”。在無聊的“炒作”聲浪中我們有權利說：“不！”我們的“院士”稱號上凝聚著無數同事們的辛勤勞動，凝聚著我們民族的希望。我們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們必須永保清白。-------秦伯益
我已一把年紀，不求名利，只想爲科技事業發展出點力，說些真話。-------秦伯益
丹心報國直人快語的秦伯益   去年底在復旦大學舉行的紀念諾貝爾獎頒獎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諸如“中國離諾貝爾獎到底還有多遠”等問題成了與會者最感興趣的議題。期間就有人呼籲，“從文化的根子上來尋找一下哪些是不適合我們的科學技術的發展的，這對我們國家科學技術未來發展有很大的意義”。
這裏我們介紹一位七十歲的老科學家的談話。
他軍事醫學科學院前院長秦伯益(Qin  Boyi  1932.11.06--     ) 藥理學專科學家。江蘇省無錫市人。1955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1959年獲蘇聯醫學副博士學位。曾任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任中國藥理學會副理事長。秦伯益問：”爲什麽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還沒有本土諾貝爾獎得主？爲什麽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連續四年空缺？我們應該捫心自問，多問幾個爲什麽。”

秦伯益1994年當選爲中國工程院院士。主持研究成功神經性毒劑預防片（85號），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主持研製的鹽酸二氫埃托啡，是中國研製成功並獲得批准生産的第一個麻醉性鎮痛藥，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進行了華南馬尾杉活性單體新藥福定堿的藥理研究，發現其選擇性真性膽鹼酯酶抑制作用，獲得國家發明二等獎。主持"八五"國家科技攻關專題鴉片類戒毒藥物的研究，提出了梯度戒毒的理論假設，主持研製成防復吸藥國產納曲酮。在世界防化醫學、戒毒醫學方面成就卓著的著名藥理學他研製成功的鹽酸二氫埃托啡，是目前世界上用藥劑量最小而鎮痛效果最強的高效鎮痛一類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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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伯益院士
在一個注重包裝、注重標榜的年代， 秦伯益院士的可愛在於毫無遮掩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炒作和浮躁，形式主義和表面文章，是可持續發展的大敵。”他一語道出了中國科技“虛火”背後的隱憂。“中國滿足於表面上的花花俏俏、熱熱鬧鬧，不深謀遠慮，不未雨稠繆，不研究解決科技發展的深層次問題，早晚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1990年春，秦伯益題詩贈好友丁光生：“丹心報國渡重洋，細雨潤物繡華章；幾案常展經綸書，杖履不涉名利場。新藥評價自君倡，期刊規範賴翁揚；最是難能可貴處，直人快語暖人腸。”這首詩是對丁光生的最好寫照， “詩以言志”也正是對他的最好寫照。
    從1999年開始，中國科協每年舉行一次綜合性、多學科、開放性、大規模的學術年會，旨在根據形勢的發展和國家的需要，繁榮科技事業，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促進人才成長。這是中國科技界每年一次的大盛會，並且向社會開放，活躍在科技前沿的科技精英幾乎是傾巢而出，他們所帶來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2年 9月5日至8日，中國科協2002年學術年會在成都四川大學開幕。年會收到學術論文摘要3035篇，6643人報名參會，其中兩院院士達170餘人。爲期四天的年會共設有主會場、主題分會場、專題分會場和自辦分會場四種會議形式，大會主會場設在四川大學，中國科技教育界和美國、德國、俄羅斯等國家的16位專家學者在此做大會特邀報告，1800多人在45個分會場做學術報告。100多個學會和有關出版單位的435種上萬冊科技期刊及圖書在年會期間參展。
記者近500名來報導，成都幾天裏一下湧進幾千人，除了對當地消費的刺激，重要的是對當地科技、經濟和社會的促進作用是很大。一時間，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氣氛洋溢在的大街小巷。
首次參加學術年會的秦伯益院士提出質疑，“年會的‘科技含量’不夠，尤其是大會真正夠水平的報告確實不多。會議第三天，主會場已沒有多少正經代表來聽報告了，‘填空’的學生倒是不少。”
    秦老先生說：浮躁是當前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心態，科技界也未能倖免。有的人不顧社會基礎和客觀條件，不按科技發展自身規律辦事，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標、高水準爲了高速度、高指標地出成績，脫離實際，背棄規律，竭澤而漁，導致“明年再無魚也”。 
當前，我們的科研形勢總體是喜人的，然而其中“泡沫”也不少，表現在科技成果多，但轉化率低；科技論文多，但引用率低；科技創新多，但高水準的原始創新卻沒有。
三年前，國內就有實驗室宣稱“一年完成全部人類基因組測定”，如今三年早過去了，國際人類基因組測序已經完成，但那個實驗室又做了什麽呢？“最近又有人宣稱‘五年完成全部人類器官的複製’，這類天方夜譚式的口頭創新實在太多了。”他強調說，這種妄圖在科學上一夜成名、尋找“終南捷徑”的做法，是青年人成才之路上最要不得的。
指出一個重要事實 “我在醫藥界多年，對情況比較熟悉，近二十多年來雖然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卻寥若星辰。現在，許多地方熱衷於召開各種研討會，玩弄一些科學新名詞，浪費了大量資金，沒有任何實際效果。解放後，我國實際上只有兩種被國際承認爲創新藥物，都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最近二十年卻一項都沒有。
     還有一種傾向是熱炒國外的一些新觀點、新技術。前幾年，“細胞凋亡”、“LAK細胞”等基因研究遍及生物醫藥基金各個領域，這幾年又冷了，什麽問題也沒解決。現在“組合化學”、“尋找藥物靶標”、“高通量篩選”又炒得很熱，其實這些技術在國外只是一種新的試探，至少自1995年建立這些概念以來，世界上還沒有靠它研製出一種可上市的創新藥物。諸如此類，例子很多。長此以往，滿足於花哨熱鬧，不研究深層次問題，早晚會暴露出科技浮躁帶來的惡果。 

     把剛想到的，說成做了的；把剛開始的，說成完成了的；把剛出現苗頭的，說成成果已到手了的；把剛做完的，說成完美無缺了……一些科研單位以此來撐場面，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爲當成長遠措施推出，甚至逐級定指標、攤任務、造聲勢。他們不在實驗室裏實實在在地做事，只一昧地注重“口頭創新”，在新辭彙上下功夫，不管是國外的，還是自已杜撰的，都拿來“武裝”自己。 

     在醫藥衛生界，三年前就有“一個實驗室一年完成全部人類基因組測定”的說法，最近又有“五年完成全部人類器官的複製”的豪言，這類天方夜譚式的“口頭創新”不勝枚舉，讓人感到可笑，也讓人痛心。 

    有的領導者，在提供條件時只重經費、待遇、儀器、實驗室等有形條件，不注意人才素質、環境氛圍、人際合作等無形條件。在科技管理中搞“一刀切”，顧此失彼，厚此薄彼。很多政策和規定，往往是便於管理者的管理，卻不便於被管理者的科研實踐，最終影響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尤其是質量。 

   “目前的管理辦法對常規技術工作比較適合，對原始性創新研究就不太合適了。這造成了一個怪圈：領導渴望早出、多出原始創新成果，可採取的措施卻不利於原始創新研究，最後大家都哀歎原始創新的缺乏。這頗像韓愈《雜說.千里馬》中所述一樣：「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 
    科學研究的導向，一般有三種驅動，一是國家需求驅動，二是市場需求驅動，三是科學家自身驅動。現在，這三種驅動勢力不均，呈“紡錘式”的畸型發展，兩頭輕，中間重。 

像當年搞“兩彈一星”，就是國家需求驅動的科研，集中人力、財力、物力，見效很快。過去，靠國家驅動，我們基本消滅了血吸蟲病、絲蟲病、克山病等重大地方病，可是近年來這方面的驅動作用就不明顯了。政府的許多投入，沒有進入應該由國家驅動的科研專案，卻進了屬於市場驅動範疇的專案。 
   科學家自身驅動力明顯減弱。個人搞科研，無非三個動力：好奇心、責任心和功利心。有的執著於科學的人，沒有經費、工資，傾家蕩產也要搞，完全是出自於對自然的探索，但現在這種“爲科學而科學”的人已經是鳳毛麟角了。責任心呢，我們老一代的科研工作者都是這樣的，爲國家、爲人民搞科研。現在呢，科研成了一種職業、一種謀生手段，和社會上其他職業的人一樣，受利益驅動了，科研人員這方面的整體素質在下降。這種利益型的驅動力，其作用顯然不如前兩者。 

     現在，投入最多、驅動力最強的是市場導向，但是許多影響國民健康的疾病的研究防治工作，企業卻不想搞。中科院上海藥物所曾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研製出一種治療重金屬中毒的新藥，叫二硫基丁二酸鈉，是被國際承認的創新藥物。1993年，鄭州有480多個孩子中毒，情況危急，全國搜遍倉庫，用這種藥救活了所有學生。可是，這種藥的市場太小，研製出來三十七年後才使用這麽一次，沒有企業肯生産。現在，這種藥在美國投入生産了，我們再想用就得從人家手裏買了。還有的醫藥企業，管理者總想在任期內出成績，搞短期行爲，不肯進行需長期投入的新藥開發與研究。

秦伯益院士毫不諱言，現在學術腐敗嚴重，抄襲現象屢禁不止，大家都想“熱鍋快炒”，擺擺花架子用來頂事，這是青年學者成才之路上可怕的“瘟疫”。他說，我國科研評估體系是“應試型”的，每提一職或一級，都要以任現職級時的成果爲依據，科技人員往往只能以短短的三年或四年爲一個周期，安排自己的科研計劃，以免在提拔時因拿不出新東西而被“劃掉”。這迫使科技人員心浮氣躁，不得不去搞那些“番茄炒雞蛋”式的短、平、快的科學研究。這種情況下，青年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甘守清貧，不能急於求成，看什麽東西吃香就搞什麽，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才能最終學有所成。
    有一些一些地方或企業，出於對院士“經濟價值”的看重，禮聘院士作顧問，指導自己的專案， 懷有不可告人目的，借著院士的名銜，擡高産品、企業、學術、團體的身價，爲逐利行爲鳴鑼開道。不少科學家們整日裏疲於奔命地開與己無關的會議，照與己無關的合影，赴莫名其妙的宴會等等。
他有感而說：“我現在有二十多個頭銜，就多屬‘虛火’。”
他說：“現在的科學家已經不再是以前那種一副眼鏡、一身瘦骨的老樣子了。一個真正的科學家，首先要是一個豐富的人。”他是很喜歡自助旅遊。大會結束後，一個人去落鳳坡、劍南蜀道看看，感受一下“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擲地有聲發人深省的短文  秦伯益院士在7月7日光明日報撰寫了一篇題爲《莫把院士當“花瓶”》的短文， 這篇短文中，通過當選院士後工作和生活所發生的種種“奇怪”變化，希望全社會愛護院士，莫將院士當作“花瓶”！
“……院士是“最高學術稱號，爲終身榮譽”。兩院院士現今總共才1000略餘，確屬全國上千萬知識份子中的佼佼者。人們仰慕院士，稱頌院士；各單位競相爭取院士，求攀院士，確也勢有必然，情有必趨。但好事做過了頭，常適得其反。 
     我的專業是藥理學，長期從事新藥評價工作。早些年，特別是1994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後的最初幾年，我幾乎兼任過國家和軍隊醫藥界各種評審機構的評委。不下十幾家醫藥院校和政府機構請我當兼職教授或顧問。那時，大部分邀請我都接受了，也努力想把這些工作做好。

久而久之，發現事情遠不是原來想像的那麽單純。有些工作是我國科學管理中繁瑣體制造成的無效勞動，有些是別人想借重“院士”的招牌以提高他自己的學術品位。有些記者採訪我，其實並不都是真的想發掘我身上有什麽閃光點，而是要完成他自己的文字寫作數量。有時中小學生和我座談，其實並不是真的想向我學什麽治學經驗和爲人之道，而是要完成老師交給他們的作業，寫一篇“與科學家爺爺面對面”之類的作文。至於開大會時請我坐主席臺，讓大家見見面；頒獎會上請我給獲獎者發個獎，讓群衆鼓鼓掌；新聞發佈會上請我正襟危坐，讓記者掃一下鏡頭；聯誼會上一些不相識的人請我站立中央，讓他們輪流照照相；無非都是迎來送往，逢場作戲；耳邊儘是阿諛奉承之辭，嘴上都是不關痛癢的話；聽過就忘，說完拉倒。這樣的生活我不習慣，不喜歡。我煩透了。我越想越覺得這不像什麽“終身榮譽”，倒像一隻花瓶。可以任意擺放，沒有使用價值，只是供人觀賞。 
     人們真的喜歡觀賞我們這些鏽迹斑斑的古舊花瓶嗎？其實未必。前年一連親歷了幾件事，使我驚醒。北京大學一位好友某教授對我說：“我看你們評上院士後，幾乎沒有再出什麽新的大成果了。”我愕然自慚。不久，醫科院一個下屬醫院的院長當面對我們幾位院士說：“你們老先生都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是工作需要你們，還是你們需要工作？”一座無語，各想各的心事。同年6月，我隨中國保健醫學會赴義大利開會，飛機上正播放著當天兩院院士大會開幕實況。我座旁一位深圳某醫院院長指著電視螢幕說：“這些院士都七老八十快死的人了，還發揮什麽作用呀！”我笑著說：“我不就好好地坐在你旁邊，一起去開會嗎？”“啊！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是院士呀！真不好意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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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
    很好！原來如此。我分別從我摯友，從直言者，從不知情者口中知道了一些平時在鑼鼓聲中聽不到、在鮮花叢裏看不見的群衆真實想法。當然，不能以偏概全。但畢竟“全”中有這“一偏”。這時，我明白了爲什麽居里夫人在獲諾貝爾獎後，將一百多個榮譽稱號統統辭掉，最後獲第二次諾貝爾獎。我明白了爲什麽錢鍾書晚年“淡泊自守，閉門謝客”，寫出了《管錐編》、《談藝錄》等不朽名著。我明白了鄭板橋在濰坊任上白天忙於公務和應酬，晚上雖想努力創作，但“酒瀾燭跋，漏寒風起，多少雄心退”，留下的只是無限悽愴與憤懣的千古悲鳴。我明白了王選院士說過的至理名言：“一個科學家如果經常在電視上出現，那麽他的科學生命也就結束了。” 
     從去年起，我謝辭各種應酬，謝辭記者採訪。社會兼職只退不進。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做自己不會做的事，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一句話，不再做花瓶。七十歲了，來日無多。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自己的意志做人。要使晚年過得有意思一些，做一些真正應該由我做，我能做，我愛做的事。 
     希望社會上愛護“院士”，不要再“炒院士”了。把“院士”炒糊了，不是國家的幸事。“院士”也不要“遷就被炒”。在無聊的“炒作”聲浪中我們有權利說：“不！”我們的“院士”稱號上凝聚著無數同事們的辛勤勞動，凝聚著我們民族的希望。我們不可能永葆青春，但我們必須永保清白。”
哈耶克的類似忠告    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Frei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20世紀最偉大的古典自由主義學者。雖然他1974年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的學術貢獻卻遠遠超出經濟學範圍。他畢生發表了130篇文章和25本專著，涵蓋的範圍從純粹的經濟學到理論心理學，從政治哲學到法律人類學，從科學哲學到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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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爲“二十世紀的先知”的哈耶克
     被稱爲“二十世紀的先知”的哈耶克在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受獎宴席上說：“……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的這種權威，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部門，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産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們。……但是，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係重大者，卻是影響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衆。
     在經濟學家方面有了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就成爲全能者，而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終於自信是如此。甚至於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他素未專研的問題發表意見，而認爲這是他的社會責任。

用這樣隆重的儀式以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家的成就，使之舉世矚目，因而加強他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議，凡是獲得諾貝爾這項榮譽的人，必得做一謙虛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學術以外對於公共事務發表意見。
    或者，授獎人在授獎時至少要求受獎者謹記住我們經濟學的大師之一———馬歇爾（A.Marshall）的一句嚴正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戒懼赫赫之名：當衆人大捧之時，災禍亦將隨之。’”
     但願秦伯益和哈耶克的肺腑之言令人深思能使我們對求真精神、創新文化開始有一番全新的認識。哈耶克曾說：“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勵一切個體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中國需要著手營造良好的環境，改良培育産生大師的土壤，從基礎教育這最基本的環節抓起，不斷創新、開拓進取、與時俱進， 有責任來影響社會，讓科學融入中國社會，一點一點紮根，以此來推動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
